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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程中，农村产业融合的新型业态引领了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并且有效

驱动了产业振兴和农业现代化。采用全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港澳台地区除外）2009—2017年的面板数据，

构建农村产业融合、绿色城镇化与城乡均衡发展三系统的协同效应分析体系，测算三系统的综合指数及协同发展水

平，讨论东、中、西部以及全国三系统协调耦合和协同发展的趋势特征及其差异，进一步构建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和

门槛效应回归分析模型，针对这三系统与耦合度的线性与非线性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农村产业融合度、

绿色城镇化水平和城乡均衡发展水平逐年提高，三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逐渐增大；单一系统对耦合度的促进作用会

由于其余两个系统的干扰而减弱；三个系统对耦合度的影响均存在门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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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我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要解决好农业发展问题，

产业结构调整是关键。在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农村地区的产业规模化、产业结构转型和产业融合发展是促进农

村经济增长、实现城乡均衡发展的关键要素。 

当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促进农村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能够实现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解决好农业农村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推动形成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

农城乡关系，由此成为新时期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的重要内容。 

目前，我国农业发展依旧面临诸多挑战，农村产业融合度不高、绿色城镇化水平增长速度减慢以及城乡发展不均衡等现实

问题持续困扰着农业农村发展。具体来看：一方面，成本、价格和资源环境等制约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我国农业农村的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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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发展，推进农业与第二、三产业相互渗透和融合发展成为提高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有效路径。 

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均和消费需求转变带来的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依旧存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动城乡一体化和融

合发展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另外，传统城镇化走的是一条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进而忽视了环境保护和资源

利用效率等问题，城市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失衡，难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1]。 

与此同时，农村产业分离发展导致农业各个生产环节相互隔离，难以形成规模经济，主体利益联结较为松散，阻碍了我国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不利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以及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的解决。与此同时，城乡发展失衡会导致大

量农村劳动力因为农村落后贫穷而盲目流入城市，这并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相反还会给城市发展带来压力，同样劳动力

的流失更是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 

城镇化水平不高导致农村经济发展仅依靠传统农业支撑，利润空间有限，农村产业结构无法完成转型升级，更难以与加工

业、服务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实现融合发展。综上所述，农村产业融合能够有效解决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而城乡均衡发展将

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进而能够提升农村地区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水平，进一步促进农业与第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基于此，探索农村产业融合、绿色城镇化和城乡均衡发展三个系统的协调发展关系是当前实现我国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议题。本文基于协同发展效应的视角，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多维评价指标体系，并在对农村产业融合、绿色城镇化和城乡均

衡发展三者进行系统解析的基础上，分析农村产业融合、绿色城镇化、城乡均衡发展与耦合度的线性与非线性关系，并进一步

讨论在两两系统相互作用的背景下各系统对耦合度的影响效果，以期为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

机制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学界就农村产业融合、绿色城镇化与城乡均衡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探索，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

展开。 

一是针对农村产业融合与绿色城镇化相互关系的研究，首先就农村产业融合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李小静的研究指出突破

传统城镇化的惯性思维，走以农村产业融合为推动力的城镇化模式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1]。张丽琴

等的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调整会影响新型城镇化水平[2]。 

江洁等认为乡村振兴战略旨在优先发展农业农村，虽然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在具体要求上有所差别，但是两者之间是一

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3]。李乾等认为农村产业融合可以通过促进乡村振兴，进一步提高城镇化水平[4]。其次是针对城镇

化进程对农村产业融合水平的影响，王振坡等的研究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农业产业链的重构[5]。余兵以产业融

合为视角，针对在城镇化发展的背景中如何创新农业旅游模式进行了讨论[6]。 

二是就农村产业融合与城乡均衡发展相互关系的研究，一方面是关于农村产业融合对城乡差距的影响问题，程莉等、杨晶

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户具有显著的增收作用[7-8]。张建武认为农业结构调整可以显著提高农业发展的效率，但

对于农村居民收入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9]
。 

赵晓锋等认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只能在微观层面上提高农民收入[10]。而李晓彤等却认为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可以显著提高农

户收入水平[11]。另一方面，研究城乡差距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方面的文献尚不多见，部分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初步探讨，

如王兴国提出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和农业多功能性的充分发挥，有利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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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关于绿色城镇化与城乡均衡发展相互关系的讨论，其一是就城镇化对城乡差距的影响分析，李林杰等和付波航等认为

绿色城镇化可以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提升总体消费水平，进而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13-14]。王子敏、潘竟虎的研究结果表明城

镇化水平的提升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15-16]

。 

而王森却认为城镇化的提升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17]。周少甫等、杨森平等和陈斌开等的研究认为城镇化水平对城乡收

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倒 U型和 U型规律[18-20]。丁志国等、欧阳金琼等和向书坚等发现在不同地区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同
[21-23]。其二是针对城乡收入差距对于城镇化进程的影响，杨志海等和张耀军等发现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对于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正

向作用[24-25]。曾昭法和钟阳等认为城乡收入差距并不是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因素[26-27]。 

通过梳理相关研究文献发现，农村产业融合、城镇化和城乡均衡发展两两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多数学者针对绿色城镇化与

城乡均衡发展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讨论，也有部分学者研究农村产业融合对城镇化水平和城乡均衡发展的影响，但鲜见研究深入

分析城镇化水平和城乡均衡发展对农村产业融合水平的影响。因此可以提出几个创新研究点：其一，分析农村产业融合、城镇

化和城乡均衡发展三者之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关系，并对这种交互作用关系进行测度；其二，分析农村产业融合、城镇化和城

乡均衡发展三者的变动对这种交互作用关系的影响。 

基于此，本文与现有文献研究的差异包括：首先，提出一个研究农村产业融合、绿色城镇化和城乡均衡发展三者之间的交

互关系的研究框架，并以我国东、中、西部为样本进行系统耦合效应分析的实证研究；其次，引入交叉项，不仅考察农村产业

融合度、绿色城镇化水平和城乡均衡发展三者分别对耦合度的影响，还探讨在两个解释变量相互影响后是否改变对耦合度的作

用效果；最后，分析农村产业融合、绿色城镇化和城乡均衡发展对耦合度的门槛效应，合理地解释了三者的非线性影响。 

二、指标体系与数据说明 

基于农村产业融合和绿色城镇化的概念内涵，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多维视角构建农村产业融合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就

绿色城镇化进行系统评价，进一步基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角度对城乡均衡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1.农村产业融合的二维评价 

根据已有文献，一方面可将产业融合定义为不同产业间的产品和服务进行重组整合；另一方面农村产业融合可以认为是农

业与第二、三产业的相互渗入与共同发展。苏毅清等认为，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中的细分产业相互渗透，第二、三产业向

第一产业注入新资本带动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联动发展，从而形成新产业形态的过程即为农村产业融合[28]。第二、三产业

发展带动第一产业的利润上升进而提高农村居民利益是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主要目的。 

借鉴李芸等的研究方法[29]，本文主要围绕融合进程和效益两个方面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其中“融合进程”

主要指农业自身产业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农业与第二、三产业融合的进度；“融合效益”则指农村产业融合如何影响农村、农

业和农民。 

另外，农村产业融合主要表现在农业与加工业、旅游业和服务业等关联产业协同发展，由此可从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多

功能性发挥和农业服务业融合发展三个维度进行融合水平的测度。对于融合效益来说，农村产业融合可以扩宽农民就业渠道，

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打破农产品价格的天花板，拓宽农业的利润空间，加快产

业转型升级，提高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质量。借鉴陈学云与姜峥的研究方法[30-31]，选取的具体指标名称、概念及含义具体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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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农村产业融合的指标设置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备注 

融合进程的评价 

农业产业链延伸 

农产品加工业与第一产业增加值的比值［29］ 正向指标 

第一产业增加值与 GDP 的比值［29］ 正向指标 

农业投资效果系数
［30］

 正向指标 

每万人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29］ 正向指标 

农业多功能性发挥 设施农业面积与耕地面积之比［29］ 正向指标 

农业服务业融合发展 

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与农林牧渔业增加值比值［29］ 正向指标 

涉农贷款与第一产业增加值的比值［29］ 正向指标 

农业保险保费与第一产业增加值的比值［29］ 正向指标 

融合效益的评价 

农民增收与就业促进 

农业就业增长率［30］ 正向指标 

农村居民工资性与财产性收入的比值［31］ 正向指标 

农业增效 

农业劳动生产率（万元/人）［30］ 正向指标 

单位耕地第一产业增加值（元/公顷）［29］ 正向指标 

万元农业 GDP 耗水（立方米/万元）［29］ 负向指标 

城乡一体化发展 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百分比［29］ 正向指标 

 

2.绿色城镇化的系统评价 

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不只是聚焦于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而更加注重环境保护、资源利用效率、经济发展质量和社

会文明建设，推进农村发展水平与城镇发展水平趋同，促进城乡一体化和融合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发展迅速，

但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也带来了区域发展不均衡、城市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因此衍生出绿色城镇化的发展理念。 

现阶段，学界主要从生态文明和新型城镇化角度研究绿色城镇化。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时期，城镇化的核心包

括人口、经济、社会以及生态环境等多个层面。依据新时期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战略内涵，借鉴熊湘辉等、徐家鹏等与王宾等

的研究成果，从人口、经济、社会和生态四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32-34]，其结构如表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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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绿色城镇化的指标设置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备注 

人口城镇化 人口规模 常驻城镇人口对比 正向指标 

经济城镇化 

经济质量 每万元 GDP电耗 负向指标 

产业结构 第二、三产业占比 正向指标 

社会城镇化 

医疗保障 每万人床位数 正向指标 

社会治理 万人交通事故 负向指标 

生态城镇化 

城市绿化 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平方米/人） 正向指标 

环境治理 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 正向指标 

 

3.城乡均衡发展水平的测度 

城乡差距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例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是存在于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的差距。实践表明，无论

是自然禀赋还是人为原因都可以产生城乡差距，如各级政府的城乡不平衡发展战略、城市较丰富的物质与人力资本等均将加大

城乡差距。 

本文利用熵值法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作为负向指标，加权测度城乡均衡发展水平。其中，参考已有文

献，用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比值来衡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
[35]
，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的比值来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36]。 

（二）数据来源 

研究选取 2009—2017 年我国 31 个省市（港、澳、台地区除外）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

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以及 Wind数据库等。 

三、系统耦合分析 

根据构建的农村产业融合、绿色城镇化和城乡均衡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经计算得到综合测度结果，在对三个系统进行

初步解析的基础上，分别考察各系统综合发展指数的趋势特征，并进一步分析三个系统的协调耦合度。 

（一）三个系统的初步解析 

首先将评价指标划分为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使用极差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进而利用熵值法确定三个子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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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指标的权重，最终通过加权得出各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鉴于篇幅限制略去计算结果，邮件备索），据此可以观测全国整

体和三大区域的三个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的变动趋势，如图 1、图 2、图 3和图 4所示。 

图 1 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三个系统综合指数的发展趋势各不相同。三个系统的综合指数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说明我国

农村产业融合水平、绿色城镇化水平和城乡均衡发展水平逐年上升。具体来看，在 2009—2017年间农村产业融合综合指数从 0.20

增长到 0.28，整体上升但上升速度缓慢且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表明我国农村产业融合进程刚刚起步并且虽有所进步但效率不高。 

绿色城镇化综合指数从 2009年的 0.38增长到 2017年的 0.55，初始水平较高并且增长速度较快，表明我国的绿色城镇化事

业发展迅速。城乡均衡发展综合指数从 2009年的 0.45上升到 2017年的 0.76，上升速度较快，且均处于较高水平，尤其是 2013

年到 2014年的上升幅度最大，2015到 2017年逐渐趋于平稳。 

 

图 1全国分系统综合指数 

分析图 2 可以发现，从农村产业融合系统综合指数来看，三大区域均呈上升趋势，但是上升速度均较缓慢，农村产业融合

度均在增大，但是农村产业融合度增长速度不快。中部和西部地区在 2015年的农村产业融合综合指数有所下降，产业融合度的

增长趋势不够稳定。 

东部地区的综合指数最高，中部地区的综合指数较高，西部地区的综合指数低于其余两个地区，这与我国的社会发展实际

情况相符，我国东部与中部地区的农业与第二、三产业发展水平高于西部地区，产业间的相互协调融合能力较强，使得农村产

业融合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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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农村产业融合系统综合指数 

图 3 显示，从绿色城镇化系统综合指数来看，三大区域均呈上升趋势，且上升幅度较大，速度较快，表明我国绿色城镇化

水平持续增长，并且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东部地区的综合指数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的综合指数最小。 

东部地区的绿色城镇化水平最高，西部地区的绿色城镇化水平相较于东部与中部地区较低，但是西部地区绿色城镇化水平

的上升幅度最大，城镇化水平正在慢慢趋近于中部地区。东部地区相较于其他地区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市对周边农村

地区的扩散效应较大，使得东部地区的绿色城镇化水平较高。 

 

图 3绿色城镇化系统综合指数 

分析图 4发现，从城乡均衡发展系统综合指数的整体来看，三大区域均呈现上升趋势，这表明城乡均衡发展水平均在上升，

其中 2014年以前上升趋势明显，上升幅度与速度均较大，2014年以后上升幅度缩小并呈现逐渐趋于平稳的趋势。西部地区的综

合指数最小，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综合指数较为接近，2014年以前中部地区的综合指数小于东部地区，2014年以后东部地区

的综合指数小于中部地区。 

从 2009 年到 2017 年，西部地区的综合指数上升幅度最大，上升速度也最大，表明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一带一路”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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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推进，西部地区的总体经济快速发展，城乡差距显著缩小。另外，由于东部地区的城乡差距相较于其他地区来说处于较低

水平，政策的实施并没有对其产生显著的缩小作用，因此城乡均衡发展水平上升幅度较小。 

 

图 4城乡均衡发展系统综合指数 

（二）三个系统的耦合度分析 

耦合度通常可以显示出各系统之间的动态关联，并且为系统间的动态关系提供定量化的测度[37]，根据逯进等的研究中对三

个系统耦合度的测算方法[38]1，我国 31个省市历年耦合度的计算结果见表 3。 

表 3 2009—2017年 31个省市历年三个系统耦合度 

地区 城市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均值 

东部 

北京 0.73 0.73 0.75 0.76 0.77 0.77 0.78 0.77 0.78 0.76 

天津 0.59 0.62 0.68 0.71 0.73 0.76 0.78 0.76 0.77 0.71 

河北 0.59 0.61 0.64 0.66 0.68 0.69 0.69 0.71 0.72 0.67 

辽宁 0.62 0.63 0.66 0.67 0.72 0.72 0.73 0.72 0.73 0.69 

上海 0.73 0.73 0.74 0.75 0.77 0.79 0.82 0.78 0.78 0.77 

江苏 0.66 0.68 0.70 0.72 0.74 0.77 0.78 0.78 0.80 0.74 

浙江 0.65 0.67 0.68 0.69 0.71 0.74 0.75 0.76 0.77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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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0.57 0.58 0.61 0.63 0.65 0.70 0.70 0.71 0.71 0.65 

山东 0.62 0.64 0.67 0.69 0.70 0.71 0.72 0.73 0.74 0.69 

广东 0.55 0.57 0.61 0.62 0.64 0.70 0.70 0.70 0.70 0.64 

海南 0.55 0.57 0.60 0.61 0.60 0.64 0.63 0.68 0.68 0.62 

均值 0.62 0.64 0.67 0.68 0.70 0.72 0.73 0.74 0.74 0.69 

中部 

山西 0.56 0.58 0.61 0.64 0.66 0.68 0.68 0.70 0.72 0.65 

吉林 0.57 0.59 0.62 0.63 0.66 0.67 0.67 0.69 0.70 0.65 

黑龙江 0.62 0.62 0.63 0.64 0.67 0.68 0.67 0.70 0.70 0.66 

安徽 0.57 0.58 0.60 0.60 0.61 0.66 0.66 0.68 0.69 0.63 

江西 0.58 0.59 0.62 0.64 0.64 0.66 0.66 0.68 0.69 0.64 

河南 0.59 0.60 0.61 0.63 0.64 0.67 0.67 0.70 0.71 0.65 

湖北 0.60 0.60 0.63 0.66 0.68 0.71 0.71 0.72 0.73 0.67 

湖南 0.60 0.61 0.63 0.64 0.66 0.68 0.68 0.71 0.72 0.66 

均值 0.59 0.60 0.62 0.64 0.65 0.68 0.68 0.70 0.71 0.65 

西部 

内蒙古 0.52 0.52 0.55 0.57 0.60 0.65 0.65 0.67 0.68 0.60 

广西 0.53 0.54 0.57 0.59 0.59 0.65 0.64 0.67 0.68 0.61 

重庆 0.45 0.49 0.54 0.55 0.59 0.65 0.66 0.68 0.69 0.59 

四川 0.58 0.56 0.59 0.61 0.63 0.67 0.66 0.69 0.70 0.63 

贵州 0.36 0.44 0.50 0.51 0.57 0.61 0.61 0.63 0.63 0.54 

云南 0.41 0.47 0.50 0.52 0.52 0.59 0.58 0.62 0.63 0.54 

西藏 0.37 0.40 0.42 0.44 0.49 0.52 0.53 0.56 0.58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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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0.48 0.52 0.54 0.56 0.58 0.65 0.65 0.67 0.68 0.59 

甘肃 0.50 0.49 0.52 0.53 0.56 0.60 0.60 0.63 0.64 0.56 

青海 0.48 0.51 0.55 0.57 0.59 0.61 0.60 0.63 0.64 0.57 

宁夏 0.50 0.53 0.54 0.57 0.59 0.64 0.64 0.65 0.67 0.59 

新疆 0.53 0.56 0.59 0.60 0.61 0.63 0.60 0.62 0.64 0.60 

均值 0.48 0.50 0.53 0.55 0.58 0.62 0.62 0.64 0.65 0.57 

总体 均值 0.56 0.57 0.60 0.62 0.64 0.67 0.67 0.69 0.70 0.64 

 

由表 3 可知，从全国层面看，三个系统的耦合度处于勉强协调阶段和初级协调阶段，并呈现出上升趋势，表明样本期间我

国农村产业融合、绿色城镇化和城乡均衡发展三个子系统相互协调发展、促进共同进步，但协调程度较低，两两系统之间的交

互作用效果并不确定。 

从各地区层面看，相对于其他地区和全国，东部地区的耦合度最大，2009年到 2012年处于初级协调发展阶段，2013到 2017

年处于中级协调阶段；西部地区耦合度波动幅度最大，并且耦合度水平相较于其他地区最低；中部地区与全国的耦合度波动轨

迹较为重合。 

这主要是由于东部地区的三个子系统的综合指数都达到较高水平，三系统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作用更强，导致三系

统的协同发展水平较高；而西部地区由于实施的各种支持该地区发展的经济战略，使得三系统的综合指数增长速度较快，协同

发展水平增长速度较快。 

四、研究设计 

前文的系统耦合分析测算了三个子系统相互作用的程度，但仍有问题需要被讨论：第一，耦合效应分析只能揭示三系统之

间的相互影响作用，并未解释农村产业融合度、绿色城镇化水平和城乡均衡发展水平对耦合度的影响，也没有明确三个子系统

对耦合度影响的差异程度。 

第二，由于农村产业融合、绿色城镇化和城乡均衡发展三个子系统两两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影响，因此三者各自对耦合度的

影响可能受其他子系统的干扰，而耦合效应分析也并未解释各系统相互作用后对耦合度如何进行影响。 

因此，论文先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测度农村产业融合、绿色城镇化、城乡均衡发展和各交叉项与耦合度的线性关系，然后以

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测度农村产业融合、绿色城镇化和城乡均衡发展对耦合度的非线性影响。 

（一）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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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合度（cou）：依据逯进等研究中耦合度的计算公式（见前文脚注）计算所得[38]，并将三个子系统设置为同等重要，经过

计算得出。 

2.核心解释变量 

(1）农村产业融合度（ind）：农村产业融合子系统综合指数。 

(2）绿色城镇化水平（urb）：绿色城镇化子系统综合指数。 

(3）城乡均衡发展水平（gap）：城乡均衡发展子系统综合指数。 

(4）交叉项（indurb、indgap、urbgap）：交叉项可以很好地表现变量的间接作用，表现两个关键变量相互影响后对被解释

变量的作用效果。 

3.控制变量 

已有研究将财政支出规模与城镇化[35]、人力资本[39]等作为控制变量，在此基础上，本文选取人均总财政支出（f）和人力资

本（edu）作为控制变量。 

（二）模型设定 

1.基准线性回归模型 

 

其中，cons为常数项；control为控制变量；i=1,2，…，N代表各截面单元；t=1,2，…，T表示时间年份，ei,t为随机误差

项。 

2.面板门槛回归模型 

基准线性回归模型描述的是简单线性关系，分析非线性影响，可以采用 Hansen的面板门槛模型，结合 Bootstrap抽样，确

定分界点[40]。单一面板门槛模型为： 

 

其中，yi,t、xi,t分别为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qi,t为门槛变量，I（·）为指标函数，γ 为门槛值；μ 为常数项，ei,t为随

机误差项。上述模型可以推广到多门槛模型。结合本文的变量设置，以农村产业融合度（ind）为例设定以下门槛回归模型，考

察绿色城镇化水平（urb）基于农村产业融合度（ind）的门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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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γ1，γ2，…，γn分别表示 n个不同门槛值；α2,n表示在门槛变量不同区间内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其余变量及

系数含义与式（1）相同。 

五、实证分析 

基于研究设计，在按照全国总体和东、中、西部分区域样本进行基准回归的基础上，进一步利用门槛效应模型分析其非线

性影响讨论农村产业融合、绿色城镇化和城乡均衡发展对三系统协调耦合度的驱动作用。 

（一）描述性统计 

各研究变量的统计特征如表 4所示。 

表 4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数 平均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cou 279 0.6368 0.0824 0.3620 0.8228 

ind 279 0.2383 0.0698 0.0870 0.5103 

urb 279 0.4723 0.1099 0.2400 0.7777 

gap 279 0.6277 0.1998 0.0323 0.9898 

indurb 279 0.1169 0.0573 0.0223 0.3969 

indgap 279 0.1569 0.0819 0.0062 0.4490 

urbgap 279 0.3112 0.1446 0.0081 0.6525 

f 279 9.1602 0.5253 8.0271 10.8180 

edu 279 2.1780 0.1417 1.4403 2.5300 

 

（二）基准回归 

1.全国样本分析 

首先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 Hausman检验，结果中发现 P值小于 0.05，故拒绝原假设，模型的个体固定效应较为显著，

因此本研究采用两种个体固定效应模型[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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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两种回归模型可以发现，回归结果较稳健。具体来看： 

其一，由于在回归模型中引入了交叉项，因此可以对回归表达式求一阶偏导数来分析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

系。对式（1）求偏导数，农村产业融合度（ind）与耦合度（cou）的关系受α11与α14urb加和的值影响，即农村产业融合度的

边际效应受到绿色城镇化水平（urb）的影响，假设 α11 的值不变，α14 为负数，因此随着绿色城镇化水平的上升，农村产业融

合度对三系统耦合度的促进作用会逐渐减弱。 

其二，由于三系统耦合水平处于勉强协调和初级协调阶段，因此绿色城镇化水平减弱农村产业融合度对耦合度的促进作用

的结果较合理，绿色城镇化水平提高时农村产业融合度相应提高，农村产业融合度的提高对三系统的耦合水平带来的红利逐渐

减少，但依旧会促进耦合度的提高。 

同理，对式（1）求偏导数，可以得到绿色城镇化水平与耦合度的关系受α12与α14ind加和的值影响，同样假定α12的值不

变，可得随着农村产业融合度的提升，绿色城镇化水平对三系统耦合度的促进作用减弱。 

对式（2）求偏导数，可以得到随着城乡均衡发展水平（gap）的上升，农村产业融合度对耦合度的促进作用也在减弱。同

理，也可得到随着农村产业融合度的提高城乡均衡发展水平对耦合度的作用效果减弱。 

进一步对式（3）求偏导数，可得随着城乡均衡水平的增大，绿色城镇化水平对耦合度的作用效果逐渐减弱。同理可得随着

绿色城镇化水平的上升，城乡均衡发展对耦合度的作用效果减弱。 

2.东、中、西部区域样本分析 

为了探索在不同区域三个子系统对耦合度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论文没有考虑两两系统间的交叉作用，只将农村产业融合

度（ind）、绿色城镇化水平（urb）、城乡均衡发展水平（gap）和控制变量放入本部分的实证分析中。利用东、中和西部数据得

到的基准回归结果。 

农村产业融合度（ind）、绿色城镇化水平（urb）和城乡均衡发展水平（gap）对各地区以及全国的耦合度均有着显著的促

进作用，控制变量人均总财政支出水平（f）和人力资本（edu）对各地区以及全国的耦合度的作用效果显著性不高。 

具体来看，对于东部地区来说，农村产业融合对耦合度的促进作用最大，这主要是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各产

业发展兴旺，农业与其他产业相互融合、共同发展，带动城乡均衡发展、促进农村向城镇转化，使得三系统能够协同发展，耦

合度得到提高。 

对于中部地区来说，依旧是农村产业融合对耦合度促进作用最大，城乡均衡对耦合度的促进作用较小。西部与中部地区的

农村产业融合水平对耦合度的影响程度较为接近，主要是由于西部与中部地区的农村产业融合水平一致。 

城乡均衡对耦合度的促进效用相较于其他地区最大，主要是由于西部地区城乡均衡水平大幅度提高，城镇的劳动力、资本

等生产要素向乡村流动，促进乡村发展，进而带动农业与其他产业融合、提高城镇化水平，使得三系统协同发展。 

（三）门槛效应分析 

1.门槛效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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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的基准回归讨论了农村产业融合、绿色城镇化和城乡均衡发展对三系统协调发展程度的影响，利用两两系统的交互项

探究了系统间的协同效应。 

研究发现，在假定农村产业融合、绿色城镇化和城乡均衡发展的回归系数不变的前提下，某一系统对耦合度的边际效应会

受到其他系统的影响。为了确定各子系统的回归系数是否固定，可对数据进行门槛回归，研究变量间的非线性关系。其中门槛

效应检验是运用门槛回归模型的基础，采用 xthreg命令进行检验。 

单一门槛检验结果中除第三个的 P 值外其余均小于 0.10，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即均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其中，第一、二个

门槛检验中，双重门槛检验结果 P值均大于 0.1，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第四、五和六个门槛检验结果显

示，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 

2.门槛回归分析 

基于门槛检验结果，依据各门槛变量设置单一门槛模型进行门槛回归。在门槛回归中使用了门槛变量二元虚拟变量，具体

表述为：以门槛变量农村产业融合度（ind）为例，门槛值γ，若当 ind>γ时 ind取值为 1，反之为 0，则交互项urb(ind>γ）

的回归系数代表门槛效应的影响效果。 

在基准回归中，假定当农村产业融合度（ind）变化时绿色城镇化水平（urb）系数不变，以农村产业融合度为门槛变量时，

绿色城镇化水平在门槛值前后回归系数的显著性虽然没有发生较大变化，但回归系数的值由 0.282增加到到 0.397，由此分析绿

色城镇化水平对耦合度的作用效果时，应同时考虑农村产业融合度和绿色城镇化的系数变动。虽然由于 indurb的系数为负，即

农村产业融合度的上升会减弱绿色城镇化对耦合度的促进作用，但是在农村产业融合度较高的背景下绿色城镇化对耦合度的促

进作用总体较强。 

以绿色城镇化水平为门槛变量时，农村产业融合度在门槛值前后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没有变化，回归系数的值由 0.494 变为

0.585，在较高的绿色城镇化水平背景下，农村产业融合对耦合度的影响效果较强；城乡均衡发展水平（gap）在门槛值前后的

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没有变化，系数的数值略有降低，即绿色城镇化水平越高城乡均衡发展对耦合度的促进作用越弱，这和在基

准回归中的分析结果一致。 

另外，以城乡均衡为门槛变量时，当城乡均衡达到门槛值后，农村产业融合的回归系数值明显增大，即城乡均衡发展水平

较高时农村产业融合对耦合度的总体促进作用较强；城乡差距达到门槛值后，绿色城镇化的回归系数有小幅度上升。 

六、结论与建议 

论文从系统耦合视角分析了我国 31个省市（港、澳、台地区除外）农村产业融合、绿色城镇化和城乡均衡发展之间的耦合

协调发展关系的演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绿色城镇化、农村产业融合和城乡均衡发展系统综合指数均逐年上升。其中东部地区耦合度最高、中部地区耦合度

次之、西部地区耦合度最低。并且东部地区的耦合度在 2013年达到了中级协调阶段，而中、西部和全国地区的三系统耦合始终

处于勉强协调和初级协调阶段。 

第二，基准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农村产业融合、绿色城镇化和城乡均衡发展对三系统耦合度有促进作用；农村产业融合、

绿色城镇化和城乡均衡发展中的任意一个系统，将随着另外两个系统发展水平的上升对耦合度的促进作用反而会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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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门槛效应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较高的农村产业融合度的背景下，城镇化水平对耦合度的促进作用较高；而在较高

绿色城镇化水平的背景下，农村产业融合对耦合度的促进作用较大，但城乡均衡发展对耦合度的促进作用减小，这和基准线性

回归模型分析结果一致，这可能是因为与较高的绿色城镇化水平相对应的是更高的城乡均衡发展水平。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现阶段的城乡均衡发展已经处于较高水平，且绿色城镇化与城乡均衡发展有着不同的边际回报率，

当绿色城镇化水平较高时城乡均衡发展的边际回报率较低，即城乡均衡发展对三系统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较弱；但在较高的城

乡均衡发展水平背景下，农村产业融合度和绿色城镇化对耦合度的促进作用较大。 

综上所述，由于各系统对耦合度均有正向影响，但是各个系统对耦合度的促进作用都会受到其他系统的削弱，因此要提高

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不仅要提高农村产业融合度、推进绿色城镇化进程和促进城乡均衡发展，还要提升两两系统的协同效应，

不能单纯地发展一个系统，要用单个系统带动辅助其他系统进步。基于此，提出以下对策和建议： 

一是提高农村产业融合度，促进产业振兴。一方面，需重构农业产业链。构建农村金融新体系，为农业产业链提供资金动

力；根据农产品的需求结构改善供给结构，扩大农产品市场；完善适合农产品产业链发展的市场环境。 

另一方面，应加大农业多功能性开发。鼓励依据传统乡村文化发展乡村旅游，创新结合农产品加工业和农村旅游，科学发

展休闲农业。与此同时，还需扩大参与产业融合的主体范围。为吸引更多的主体参与，农村产业融合应该以农户家庭为主体，

使农户、龙头企业和农民合作社紧密合作、互利互惠，提高生产效率，增加利润。 

二是农村产业融合背景下推动城镇化发展。首先，应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安排。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逐渐放宽取消在就业、

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户籍限制，才能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农民享受社会保障福

利。其次，需建设符合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要求的小城镇。 

在小城镇的建设中，因地制宜地合理发挥农村地区资源优势，按照合理的规划进行建设与发展，融合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与

旅游产业等在小城镇的科学规划和建设中；加强建设科学、医疗、经济贸易等基础设施，建设功能多样化的特色小城镇。 

三是农村产业融合背景下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城乡均衡发展水平。第一，应鼓励农产品加工转向精准加工，提高农产品转

化率和附加值，增加农产品加工利润，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第二，促进休闲农业发展，完善休闲农业产业

的教育培训体系，使得农民掌握更多的工作技能，增加工资收入；促进农产品销售和乡村旅游结合，二者共同发展，提高农民

收入。第三，加大农业设施资金支持力度，提高生产效率并且解放劳动力；同时通过农超对接、电子商务等方式拓展农产品销

售途径，促进农民增收和可持续稳定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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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耦合”包含“协调度（C）”和“发展度（T）”两个维度。其中，协调度（C）由偏离差系数 Cv公式推导可得。本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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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三个子系统 X、Y 和 Z的计算方法为 C=3(XY+XZ+YZ)/（X+Y+Z）2。发展度 T=αX+βY+γZ，其中 a、b、g 为权重，这里参考

逯进等的研究，认为三个系统对耦合度的关系同等重要，由此假设权重相等且均为 1/3，进一步可得耦合度 D=(C×T)-(1/2)。 


